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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内容摘要]我国目前同时面临环境污染问题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两大难题，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可以解决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缓解污染治理，但是忽略了环境污染对于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环境污染严重时会倒逼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导致污染成本上升，从而迫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存在相互影响的联动关系。为了解决这种相互影响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联立方程组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间的互动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作用和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一般是不可逆的，所以两者的互动效应会逐步减弱。因此，需要政府实施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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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面临环境问题严重和经济增长放缓两大难题，环境污染方面，SO2、NO2和PM2.5等污染物排放量居世界前列，雾霾污染严重，其中2015年北京PM2.5浓度的年平均值达到80.6μg/m3，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健康不产生危害的的最大年均值只有10μg/m3。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只有6.9%，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其中工业发展更加低迷，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只有6.1%。一般认为环境问题和经济增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为解决环境问题似乎势必要牺牲经济增长，而促进经济增长又似乎势必要牺牲环境。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和“绿色发展”要求，淘汰落后产能，降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比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提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力求同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两大难题。很显然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还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出路，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了同时解决两大难题的必然出路。
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问题会逐渐的减弱，这就是所谓的（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一般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向好和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当环境污染问题出现是，居民福利水平下降，这时会倒逼政府增强环境规制，从而使得污染严重的企业退出本地，并发展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从而使得环境好转；在环境好转的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水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还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Grossman & Krueger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首次提出环境污染同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2]。Panayotou在其实证研究中将这种环境污染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命名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并提出EKC假说[3]。Grossman & Krueger随后又实证研究了环境污染同经济增长所可能呈现的倒N型曲线关系，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理论依据，并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的关键因素。虽然有学者对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变更样本、增加其他控制变量甚至改变计量方法都会导致库兹涅茨曲线不再成立[4-6]，但是，大部分学者分别从实证和理论两个方向证明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7-9]。针对我国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是否成立，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刘笑萍等利用我国1989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GDP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10]；张红凤等则分别利用我国以及我国山东省1989年到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11]；Song et al.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得到的实证结果发现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跟人均GDP之间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12]；Brajer et al.则利用我国12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13]。很显然，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是成立的，那么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呢？
Dinda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了解释。Dinda认为，当经济体以农业经济为主时，经济活动几乎不造成污染，但是总体经济水平相当低下；当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以后，工业经济的一方面带动农业实现机械化生产，为农业提供化肥农药帮助农业生产，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的污染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经济本身也会消耗巨大能源资源，释放更多的污染，因而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不仅环境污染问题也会日益严重；当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初级工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时，特别是在信息化背景下，各个产业部门都得到了更为清洁的生产方式，过往污染较为严重的部门也被挤出，因而不仅经济水平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环境污染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缓解[14]。
鉴于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成立的，那么Dinda的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呢？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呢？韩永辉等针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15]；李鹏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减轻污染物的排放[16]；肖挺、刘华则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证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17]；韩楠则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第二产业比重增加是环境污染的格兰杰原因[18]；孟昌则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应对资源环境约束[19]；邱新国、谭靖磊利用城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20]。
除了产业部门比例的变化外，产业结构调整另一个重要方向是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在产业结构高端化，特别是信息化的背景下，原有各个部门的环境效率也会提高。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当产业结构升级时，在信息化的推动下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的环境效率[21]，还能够提高工业环境效率[22]，从而在整体上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23]，不仅如此在信息化的背景下，政府的管理水平会得到相应提升，从而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24]。总结上述，我们发现Dinda的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即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
由此我们知道，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证角度，产业结构调整都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默认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调整完全是自发的，完全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有可能造成一定影响。很显然，将产业结构调整默认为自发进行的观点存在巨大缺陷，即忽略了政府的存在，政府会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做出大量引导性工作，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和环境污染严重的时期，政府一方面会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25]，另一方面一般会通过增强环境规制来抑制高污染产业[26]。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增强时，当地的企业所面临的规制成本将同步增加，这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会迁离该地区或者选择就地转型，那么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将会发生改变。
因此，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改善环境质量，环境污染还可以倒逼政府增强环境规制，从而迫使本地产业结构发生改变。显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存在典型的联动关系，即环境污染可以倒逼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又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这样联动关系表明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是相互影响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进行实证研究时会面临双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15-18]大都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之间互动关系这种双向因果的存在，因此其实证结果会产生内生性偏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一方面可以解决双向因果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内生性偏误，另一方面可以得到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参数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相互影响的，为了对验证证这种相互影响是存在的，并得到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本文构建了以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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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P表示污染物排放量，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排放量的代理变量，I表示产业结构调整变量，本文以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进行度量；Z表示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的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X表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为待估参数；和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截面；t则代表时间。
通过对（1）式和（2）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得到污染物排放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然而，如上文所述，污染物排放量和产业结构是相互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污染排放量过多时又会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因此两者互为因果的，通过单一的回归模型无法度量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将使用联立方程组来解决互为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我们可以将（1）式、（2）式看作一个整体，即作为一个联立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
（二）指标设定
联立方程组中的（1）式、（2）式主要包括以下变量：
1、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1）污染物排放量P，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代理变量。
（2）产业结构调整变量I,以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进行度量，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指数的计算方式本文借鉴了相关研究的做法[27-28]，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3）
其中，j表示产业，j=1、2、3；t表示时间；e表示各个产业所占的份额。一般而言，e可以通过产值或者就业人数进行计算，本文以各产业产值比重计算得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联方程组中有两个方程，且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作为方程（2）的解释变量，而方程（2）的被解释变量则作为方程（1）的解释变量。
2、控制变量：
方程（1）的控制变量。（1）人均GDP及人均GDP的平方项，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使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预期人均GDP平方项系数符号为负，而人均GDP为正。本文的人均GDP均以GDP折减指数调整为以2000年基准价格衡量。（2）城市化水平，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代表着人口的集聚水平，人口集聚一方面有利于集约利用资源，从而减轻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集聚有利于技术创新，从而减少污染物排放。因而本文预期城市化水平系数符号为负，本文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该指标。（3）FDI（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国外高污染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转移而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该指标的影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本文使用平均汇率得到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商投资额，并以GDP折减指数调整为以2000年基准价格衡量。
方程（2）的控制变量。（1）信息化水平，一个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本地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预期信息化水平系数符号为正。本文使用该地区的人均电信业务量衡量该指标，对于人均电信业务量，本文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为以2000年基准价格衡量。（2）人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创新效率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9]，因而本文预期人均人力资本系数符号为正。对于人均人力资本的衡量，本文借鉴了现有研究[30]中的相关方法，使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其代理变量。（3）政府规模，政府活动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政府规模具体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怎样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观察，本文使用借鉴现有研究的度量方法，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31]。（4）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条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利条件，基础设施越好，产业结构升级越快，因此本文预期基础设施的系数符号为正。本文使用人均道路面积作为衡量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5）经济发展水平，如前文所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会自发升级，因此本文预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本文使用人均GDP度量该指标，同样以GDP折减指数调整为以2000年基准价格衡量。以上具体指标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大陆地区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并选取2004年到2016年为时间样本，组成31个截面11年跨度的面板数据。其中，各个省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个产业产值、GDP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电信业务量、公路里程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常驻人口、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非农人口来源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区域统计年鉴》；FDI来源于EPS对外贸易数据库，平均汇率指标则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
表1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数据说明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二氧化硫排放量
	单位：万吨
	403
	73.14
	45.69
	0.100
	200.501

	产业结构调整
	根据式（3）计算所得
	403
	2.033
	1.501
	0.090
	9.303

	人均GDP
	单位：万元
	403
	2.264
	1.411
	0.386
	7.624

	城镇化水平
	非农人口比重，单位：%
	403
	49.43
	14.24
	22.670
	90.014

	FDI
	FDI占GDP的比重，单位：%
	403
	0.802
	1.002
	0.079
	9.624

	信息化水平
	人均电信业务量，单位：万元/人
	403
	0.106
	0.063
	0.029
	0.412

	人力资本水平
	年/人
	403
	8.456
	1.192
	3.738
	12.121

	政府规模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403
	0.244
	0.174
	0.079
	1.337

	基础设施水平
	人均公路里程数，单位公里/千人
	403
	3.613
	3.478
	0.433
	24.012


（四）参数估计方法
由于我们的联立方程组中包括了内生变量，因此可以通过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者3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由于2sls进行参数估计忽略了方程之间扰动项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因此降低了方程组的估计效率。3sls不仅可以解决方程组中的内生性问题，又可以考虑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因此3sls估计方法更加具有效率[20]。但是使用3sls方法前，我们必须确认方程组中每一个方程是否可以识别[32]。如果联立方程组中的每一个方程都满足阶条件和秩条件，则方程可以识别，否则无法识别，那么不能用3sls。如果联立方程组中的每一个方程，它的前定变量个数大于它包含的内生变量的个数减1，则满足阶条件；秩条件则可以表述为在一个含有k个内生变量的k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系统中，一个方程当且仅当能从系统的不含该方程外的所有变量的系数矩阵中构造出至少一个 ( k－1)× ( k－1) 阶的非零行列式。本文中，方程（1）中只有产业结构调整为内生变量，而方程2中也只有二氧化硫排放量为内生变量，所以方程组中的两个方程都是均满足联立方程组可识别的秩条件和阶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使用3sls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3sls方法对联立方程组进行了参数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参见表2
表2联立方程组的参数估计结果
	方程1
	方程2

	产业结构调整
	-62.100**
(-2.11)   
	二氧化硫排放量
	0.011** 
(2.01)   

	人均GDP
	32.301***
(-4.56)
	人均GDP
	0.229** 
(2.30)   

	人均GDP平方项
	-4.764**
(-2.11)   
	信息化水平
	0.517*
(1.58)

	城镇化水平
	-1.533
(-1.19)   
	人力资本水平
	0.075***
(5.84)

	FDI
	-1.647*
(-1.76)   
	政府规模
	-0.113
(-0.07)

	
	
	基础设施水平
	0.044
(0.66)

	cons
	237.001***
(2.66)
	cons
	2.444** 
(2.26)

	N
	341

	R2
	0.28
	R2
	0.79

	chi2
	146.1
	chi2
	1240.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对应的是卡方检验的z值。
根据表2的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联立方程组中每一个方程的卡方检验（chi2）值都很大，这表明我们为每个方程设置的解释变量总体上是显著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所设置的模型是合理有效的。
对于参数估计结果，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两个方程的关键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程度。对于方程（1），我们发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就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且效果显著；对于方程（2），我们发现，污染物排放量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污染物排放量越多，产业结构调整的就越快，这就意味着污染物排放可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于是我们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的联动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而环境污染则能够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这样的联动关系，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施加影响，这种联动关系将最终消失。因为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为正，这样环境污染加重时可以倒逼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而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影响为负，产业结构水平提高了，环境污染就会得到治理，环境污染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力就会减弱，产业结构升级就会放慢，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之后很难再逆转回去，因此如果其他因素不发生改变，环境污染不再像以往一样严重，这时环境污染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力不会再次增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动效应会最终消失。
其次，我们发现联立方程组中，每个控制变量的符号都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第一，对于方程（1），人均GDP的系数为正，人均GDP平方项的系数为负，且两者都非常显著，这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有可能是城镇化所引发的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FDI系数为负的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FDI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大于FDI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对于方程（2），人均GDP、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都为正，且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发展经济、提高信息化水平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都有利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水平的系数符号为正，但不显著，这意味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显著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认为虽然基础设施可以为产业结构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却需要重工业做基础，因此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的，政府规模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政府的支出行为会对产业结构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于可以立刻带来经济效益的粗放型产业部门，因此其影响为负，与此同时政府还会为产业结构升级而努力，两种影响中和使得政府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过往研究虽然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但是大都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的互动效应，从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充分考虑了产业结构调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大陆地区2004年到2016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得到如下结论与政策含义：
1、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环境污染的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Dinada的理论在中国完全适用，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有粗犷型产业向集约型产业发展，都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
2、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倒逼效应，环境污染严重时，经济体中的企业会受到来自官方的环境规制约束，使得低层次产业将面临更高的成本，与此同时还会受到民间的非官方约束，例如舆论压力；从而迫使经济体发生产业结构调整。
3、随着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存在的联动效应将会逐渐减弱。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随着着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产业结构所承受的来自污染物排放量的倒逼力就减弱了，但是产业结构调整一般是不可逆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会倒逼力减弱，而返回低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也不会因此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加重。因此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环境污染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倒逼力会越来越小。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外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的互动效应将会消失，因此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应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从而使得环境污染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更大的倒逼力量，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再次产生互动效应，从而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治理同时输入力量。
4、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环境污染治理，但是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显著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间接影响到环境污染治理，由于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与污染治理。由此我们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并不一定通过直接因素施加影响，还可以通过信息化、人力资本等间接因素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来间接影响环境污染的治理。
5、同样的，可以通过加剧环境污染的方式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这样必然是得不偿失，因此不应该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特意加剧环境污染。不过可以通过增强倒逼力的方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比如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加大媒体监督力度都可以增强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力，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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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 'sprovincial Panel Data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facing both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can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the pollution control, but ignoring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forcing mechanis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ill overwhelm the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ading to rising pollution costs, thus forc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The Therefore, there are mutually beneficial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caused by this interac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effective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the forcing mechanism is there. But becaus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generally irreversible,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the two factor will gradually weaken.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mple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u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Linkage effect;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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